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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１９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德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为背景，以

韦伯对“农业—政治”问题的讨论为核心，提出了国家的边疆、边界等问题，讨

论人口、物资、资本等流动下的国家经济建设与政治结构。文中涉及的实质

性问题包括：全球化、工业化背景之下的农村发展问题，国家建设与国家治理

思路，以及国家边界的多重（政治、经济与文化）含义。本文认为，在法律、政

治、经济等角度的国家观之外，可以建立一种社会取向的、以国民为核心的
“国民—国家”观，即包容多元，建立共识，赋予国民以平等的基本权利，并建

立国民共享权责和符合国民基本特质的政体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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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以工业化、城市化为主导的现代化过程中，农业如何发展和农村
如何面对社会关系格局的动荡与重组等问题既是经济问题，更是重要
的政治问题。１９世纪９０年代，新兴工业国德国出现了与经济发展相
伴而生的“农业—政治”问题。１８９４年，恩格斯（１９６５ｂ）在其著名的《论
法德农民问题》中指出，农村与农民问题已成为社会民主党人的关注议
题，这与社会主义的革命纲领并不矛盾。他深入分析了德国东部农业
地区小农面临的各种生存危机，号召社会民主党在农村进行政治动员，
指出“当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业工人跟我们站在一起的时候，整个德国
立刻就会改变风向”。
与此同时，新生代国民经济学家韦伯也关注着易北河以东地区的

农民与农村问题。他根据社会政策协会和福音社会大会的两次调查数
据，分析了德国东部地区人口流动、社会变革等状况。１８９３年，他撰写
的长达８００多页的调查报告为他赢得农业与农村经济专家的声誉。

１８９５年，在弗莱堡大学的就职演讲《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中，韦伯
（Ｗｅｂｅｒ，１９９４：１－２８）针对东部诸省的农业发展与人口变化趋势提出
了政策建议，其中之一是关闭德国东部边界，阻止波兰的季节工人
涌入。
但是，韦伯的政策立场给他从两方面带来消极影响。从政治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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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韦伯提议封闭边界，与当权的保守派普鲁士贵族和农业利益集团的
立场相左，这影响到韦伯的政治前程。１８９７年，他一度曾被内政部考
虑担任证券交易立法委员会的核心成员，即是因为利益集团的反对和
游说而未果（Ｂｏｒｃｈａｒｄｔ，２００２）。
更持久的质疑来自社会学界。对韦伯政治立场的批评性态度在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就出现了（Ｍａｙｅｒ，１９４４），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盛行一时，
新锐的、自由主义倾向的德国青年一代学者对韦伯持非常强烈的批评
态度（Ｍｏｍｍｓｅｎ，１９８４），认为韦伯涉入政治，其思想中存在民族主义和
沙文主义倾向，具有与其方法论立场不一致的强烈的价值立场，使得他
的政治社会学著作，甚至一般社会学著作的声望亦受影响（Ｒｏｔｈ，

１９６５）。
本文认为，用韦伯的社会政策立场来质疑他作为社会学家的声望

本身就存在某种逻辑混乱：一项社会政策与相关的社会理论研究在内
容上可能结合紧密，但在方法论立场上各有其逻辑。以简化的方式来
说，前者是属于“应然”而后者属于“实然”的问题，前者致力于实现特定
的价值目标，后者尽管有一定的价值立场，但以接近社会现实为追求。
韦伯在他后来的著作，如《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中的“客观性”》《社会学
与经济学的诸科学之“价值中立”的意义》等中，集中讨论了方法论的问
题，指出社会理论与社会政策之间既相互关联，又有根本不同之处。在

１８９５年的演讲中有关政治经济学的部分，他实际上提出了比较明确的
立场，即政治经济学在进行说明和分析时是“国际的”（亦即普遍的），而
当就特定国家的问题做出价值判断时，它就必然与特定民族紧密相关
了（Ｗｅｂｅｒ，１９９４：１５）。因此，在提出社会政策建议时，韦伯对其一个方
向上的伦理前提与另一个方向上的理论基础有清楚的认知。
从社会历史的发展来看，针对韦伯的价值立场的争论忽视了韦伯

著作中所包含的对即将到来的真正风暴的预警：在统一的德国已经发
展为欧洲最强经济实体的情况下，韦伯看到了其体系的失衡之处，发出
了某种“盛世危言”。此后，２０世纪欧洲版图的发展表明，韦伯对德国
东部地区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他在１８９５年的演讲中提及的易北河以
东诸地在一战之后尽皆丧失，德国东部领土被波兰、苏联和捷克斯洛伐
克等国划分，国土面积从５４万平方公里减少至１９１９年以后的４６万平
方公里和１９４５年以后的３５万平方公里（哈夫纳，２０１５：第十章，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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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７）。韦伯担心的东部地区“波兰化”成为现实：与１７世纪的欧洲版图
相比，波兰东部领土的最突出部分向西推进了５００英里，与德国的边界
推进到奥得河，整体上向欧洲腹地平均推进了１５０英里（帕尔默，１９９７：

６）。韦伯当年的论断固然刺耳，但正如特赖布（Ｔｒｉｂｅ，１９８３）所说，从德
国的民族利益角度来看，他所预言的国土危机成为现实。不过，韦伯在

１８９７年之后没有再集中对相关的政治和政策问题进行研究。１９１８—

１９２０年，他在维也纳和慕尼黑重拾教鞭，但未等到发展出完善的国家
理论就去世了。此后，温克尔曼在编撰韦伯的 《国家社会学》
（Ｓｔａａｔｓｓｏｚｉｏｌｏｇｉｅ，１９５６）时，按照政治领袖、民主、议会制政府等题目加
以组织，符合当时人们认为的韦伯的理论架构和方法论立场，然而也去
掉了韦伯论著的现实基础、思想背景和实质问题。因此，研究者认为韦
伯的政治见解与学术观点之间存在相互抵触之处，并对后来者形成知
识上的挑战（贝顿，１９８９：１２－１５）。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搁置韦伯研究者基于伦理立场的纷争，讨论其

社会政策的经验基础，进而挖掘其背后可能蕴含的理论洞鉴。本研究
的起点是韦伯在１８９３—１８９５年完成的对德国东部地区农业工人的研
究。从具体论述来看，他与恩格斯的观察有不少相通之处，都刻画了德
国农业与农民的困境，以及工商业者与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受到压制的
状况。从学术的传承上来看，韦伯继承了历史学派经济学将民族国家
作为一种前提的立场，在德国自由主义渐衰和社会主义兴起的思想氛
围和经济学的学科视角（Ｓｃａｆｆ，１９８４）等影响之下，韦伯有关国家的论
述具有平衡理念与现实、普遍与特殊的意图。本研究从韦伯的德国东
部地区的农业社会学中发展出关于国家边界与边疆的研究，认为边界
在所具有的政治与经济、文化意义上对德国社会原有的社会秩序、支配
关系等造成根本性冲击，并认为这是韦伯所担心的德国只实现了表面
的政治统一，而实际上处于实质的分立与分离问题的根本所在。
作为一个社会学家，韦伯的名声始于他对资本主义的工商业经济

伦理、近代城市的兴起等研究，而其“农业—政治”研究中所形成某些基
本政治理念持续影响着他对德国国家经济发展与政治体制的思考，值
得深入挖掘。本文试图建立一个“韦伯式”（Ｗｅｂｅｒｉａｎ）的理论框架，即
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与民族传统基础上的国家建设与治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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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动的季节工人：聚焦德国东部的“农村—政治”问题

１９世纪晚期，西欧各国在经历了较快的现代化过程之后，相继出
现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从外在的人口聚集形态来看，表现为人满为患和
环境与生活条件恶劣的城市，以及人口流出和陷于停滞与衰退的农村。
后发的工业化德国同样如此，自１９世纪４０年代以后开始进入迅

速发展的时期，在全球范围内，德国人建立了“一个遍及世界各地的完
整的商业殖民地网”，“在很短的时期内从一个输出粮食的国家变成一
个头等的工业国”（恩格斯，１９６５ａ）。但是，快速的经济发展并不能掩盖
社会危机。１８９４年，恩格斯（１９６５ｂ）发表了《论法德农民问题》，将德国
危机的根本原因归于东部地区的普鲁士容克阶层所把持的经济利益与

政治特权。根据恩格斯的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发展和商品贸易
的全球化最终割断了小农生产的命脉，来自北美地区、南美地区和印度
的廉价粮食对欧洲的大土地占有者和小农都形成死亡威胁。德国的小
农在走向灭亡，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容克地主也被债务和贫困扼住了喉
咙。但后者越发通过把持地产和政治特权来控制整个国家。德国国内
其他地方的大土地所有者和大工业家们的经济与政治权力都无法与之

相比。
在德国国内，农村的问题引起政界和学界的广泛关注，社会政策协

会在１８７３年就曾对德国农业工人的情况进行过调查。１８９２年，韦伯
应协会之邀处理新一轮调查中易北河以东地区（东普鲁士、西普鲁士、
波美拉尼亚、波兹南、西里西亚、勃兰登堡、奥克伦堡与劳恩堡）的农业
工人状况调查的问卷。在处理数据的过程中，韦伯认为社会政策协会
的调查抽样不尽合理，缺少居间的、较公正的一方来佐证相关信息，因
此，他与基督教福音社会大会合作，向乡村的新教牧师发放了问卷，并
回收了近１　０００份问卷。
根据对两次问卷的数据分析，韦伯与上述恩格斯的观察与判断非

常接近：商品的全球流动和农产品价格冲击、普鲁士容克地主的贫穷
化、容克地主借助政治上的主导地位而获得国家补助等。不过，韦伯的
分析引入人口流动的因素，藉此发现了容克阶层经济与政治特权得以
苟延残喘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便宜的外来劳工。
在１８８０—１８８５年，德国人口整体上增加了大约３．５％，西普鲁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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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农业地区人口在此期间减少了１．２５％，与城市化的潮流相符合，但
各地区的数据走向不尽一致，尤其奇怪的是，在土壤等自然条件最好的
大地产庄园反而出现最大幅度的人口流出（７％—８％）现象，而海拔较
高和耕种条件相对较差的地区，人口自１８７１年以来就保持着持续的增
长。形象地说就是：土壤最肥沃地方的雇工们离开了，而贫瘠土地上的
农民增加了（Ｗｅｂｅｒ，１９９４：６）。
对此，一种解释是社会变迁导致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经济与政治对

立加剧，导致农业劳动力流向城市。韦伯在其研究中关照到了这一点。
他指出，在东部诸省，原本盛行的是“庄园制”基础上的“领主—依附农”
的关系，这种关系本质上虽然是主仆关系，但是，由于分成制、实物报酬
等制度安排，双方存在各种或明或暗的物质和情感的纽带。在现代化
过程中，农业生产进入大地产集约化、机械化、专门化生产和以出口农
产品为目标的阶段，商业原则和货币工资逐渐取代了实物津贴等报酬
形式，相应的，东部地区的社会关系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其中最基本的
变化在于，在原有的乡村共同体中，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共同利益和相互
依存几近消失。容克地主阶层处于主导性的、唯一的雇主地位，把持着
地方公共经济的利益和地方的行政、司法等权力。再加上工业化和城
市化的强大拉力，农业劳动力被吸引到工作机会更多、更自由的城市中
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了。
不过，这一社会变迁的、阶级关系的视角并不能解释逆势增加的那

部分人口。在此，韦伯（Ｗｅｂｅｒ，１９９４：５）提出一个民族人口的视角，即
东部增加的人口的多属来自波兰的移民，越接近东部边界地区，波兰人
口的密度越增加，这使得东部诸省已成为“民族前线地区”（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ａｒｅａ）。具体来看，波兰劳动力（包括俄罗斯等国的斯拉夫人）
的流入，填补了德国雇农离开庄园留下来的空白。这些季节工人在春
天涌入，在秋天离开，技术上的原因使甜菜的种植季节性地需要大量人
手，更重要的是，雇佣他们的庄园主尝到了甜头：他们可以压低工资，节
约住房、税收等支出，而不必承担任何社会责任，因为季节工人是背井
离乡的外籍身份，在政治上无权，只能逆来顺受。
在韦伯看来，波兰劳工的涌入在经济上维持了一个依靠土地资源、

收租取息和在政治上享有特权的阶级———庄园主，也即实施“家长制”
政治特权的容克阶层，因而产生了一个吊诡的现象，波兰人处于统治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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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中地位最低的环节，却起到维持德国现行经济与政治安排的作用。
但由于这些劳工只被允许季节性流入，无法融入德国社会，缺乏统一的
国家认同，长期来看，不利于德意志国家长期和整体的利益。
在这里，韦伯从东部的农业问题入手，观察到德国政治与经济的多

种失衡：容克在经济上已近破产，却在政治上享有特权；从经济上支撑
容克阶层的主导性地位的，却是来自边界之外的、一贫如洗的移民劳动
力；季节工人作为劳动力被需要，作为定居者却不被认可；东部诸省在
地理位置上位于边疆，在政治上却是享有特权的核心；德国已然是发达
的工业国，但城市工商业者阶层无法享受到平等的政治权利，德国整体
的国家利益被只考虑局部私利的农业地主阶级置之度外。

二、国家边界的多重意义

上述分析表明，韦伯对东部地区的思考是在国家的整体利益格局
的层面上进行的。其思想背景之一是德国当时对国家发展模式的讨
论，即，走对外开放的工业化路线，还是自成一体的农业国家的路线。
韦伯明确地站在促进工业与对外贸易的立场上（Ｔｒｉｂｅ，１９８９：２１０；

Ｒｏｔｈ，２００６）。

１８９７年，在福音社会大会（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ｓｃｈ－Ｓｏｚｉａｌｅ　Ｋｏｎｇｒｅｓｓ）上，奥登
堡预言德国将在未来数十年间发展成为出口导向的工业国，他认为，与
其依赖外国市场，不如走自给自足、经济独立的农业国的发展战略。韦
伯（Ｗｅｂｅｒ，１９８９ｂ）激烈反对奥登堡的看法，他自己也对德国国家的未
来发展道路、现实问题等发表个人的看法。由于韦伯仅仅是针对奥登
堡的发言所做回应，所以没有时间引经据典，这反而使他的观点显得更
清晰：他倾向于给工业发展良好的生长环境，以开拓海外市场为发展方
向，而不赞同一个封闭的内部市场（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的自给自足的发展
模式。
国家走工业化路线，那么，农业与农村又该如何发展？由于德国东

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在支配关系、生产组织和财产占有方式等方面各有
不同，因此，基于东西部地区的自然环境、作物种类、耕作技术等因素，
韦伯提出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一种是德国西部，例如，莱茵河谷地区
的小自耕农依靠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邻近城市的区位优势，发展出
精细的耕作、多样的作物和本地区内的“生产—消费”网络。一种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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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庄园区，这里贫瘠的土壤受到集约生产的现实和世界市场的冲击，
原有的土地所有权关系、抵押债务等构成了农业发展的羁绊，因此，可
以采取土地国有化的思路，即，由国家逐步收购东部土地，转化为国有
财产，然后出租给富裕农场主并提供改良土壤贷款（Ｗｅｂｅｒ，１９８９ａ）。
这样做的目的在于筑起防止外族人大量涌入的壁垒，即几个由十几个
德国农庄构成的村庄，会自然而然地将附近许多平方英里的土地“日耳
曼化”（Ｇｅｒｍａｎｉｓｅ），能够有效抵御斯拉夫人涌入，长期来看也有经济收
益，而不是听任庄园被毁灭（Ｗｅｂｅｒ，１９９４：１３）。
施路赫特（Ｓｃｈｌｕｃｈｔｅｒ，１９８９：３０３－３１１）指出，在１９世纪７０年代，

世界市场的结构变化迫使东部的普鲁士农业资本家从开放的自由贸易

立场转向保护主义的立场，韦伯对东部模式的批评表明他倾向于一个
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形式。其实，韦伯的立场更为现实，是处于自由贸
易与保护主义之间的某种中间立场：他赞同进入世界市场，走工业化道
路，也赞同对进口谷物征收较温和的关税，以便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国内
农业，但坚决反对给庄园主谷物补贴。
特别的是，韦伯在相关问题上的立足点是国家，具体而言，就是民

族国家。在他看来，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原则可以跨民族，但涉及民族和
国家的决策就必然要以国家为标准，或者说经济政策最终和决定性的
目标是“民族权力的利益”（Ｗｅｂｅｒ，１９９４：１６）。这一点继承了自李斯特
以来的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的基本立场（朱绍文，１９９９；何蓉，２００５）。
不过，与施穆勒、瓦格纳等上一代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注重通过社会

保障、社会政策等措施逐步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相比，韦伯的关注点走到
了更深层次。他认为，从学科本身来讲，政治经济学家将生产与分配的
技术性问题奉为优先，实际上忽视了科学（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本身理应关注
人，尤其是人的素质等问题（Ｗｅｂｅｒ，１９９４：１５）。如他所说，与其关注当
代的劳工是否有合理的工资、良好的住宿等问题，还不如提出更重要的
问题：这些劳工地位的发展状况如何影响到民族发展的状况，发展趋势
又是怎样（Ｗｅｂｅｒ，１９８９ａ）。在这个立场上，韦伯将东部地区当作“民族
前线”，对波兰劳工特别关注就可以理解了。
西普鲁士诸省历史上就是德意志人与斯拉夫人共存的地区，在宗

教上他们分别是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韦伯发现，如果将土壤等自然条
件计入，双方的分布对比很显著：在土地肥沃的地方，天主教徒（亦即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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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人）主要聚集在庄园里，新教徒（亦即德意志人）更多居住在村庄里；
在土壤肥沃的地区，情形则相反。韦伯认为，这些不同的分布揭示了同
一个现象：土壤越差，波兰人越多；无论某地区的自然条件如何，波兰人
都位于该地区人口中经济水平、社会地位的最低点；波兰人的家庭子女
数量较多，负担较重，使其始终处于低生活水平而无改善的可能性
（Ｗｅｂｅｒ，１９９４：２－６），这一恶性循环造成贫困的代际传递。
造成这种局面有历史的因素，比如，历史上的德意志人占据了自然

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具有先占的优势。但韦伯提出了文化的、民族的
解释角度，例如，庄园作为贵族产业，代表普鲁士骑士精神，是“德国人”
或“德国性”（Ｄｅｕｔｓｃｈｕｍ）的具体体现；西普鲁士的“德国性”代表着较高
的经济文化水平（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　Ｋｕｌｔｕｒ）和相对较高的生活标准。在
此，文化（Ｋｕｌｔｕｒ）一词不仅包括语言、宗教等因素，还包括技术、生活方
式等内容，具体到农业地区，则包括了耕种技术、农业组织方式等知识
和实践。
从这个角度来看，东部地区的人口变化趋势意味着这里的文化水

平与生活水准下降了：从农业生产的方式来看，粗放和低水平的耕作方
式取代了精耕细作；农作物的种类变化意味着食物的营养水准降低了，
营养价值较高的肉奶制品让位于营养价值较低的土豆；人们以能够糊
口而非吃好为目标，生活的目标走了下坡路。
更重要的是在人口结构、宗教等方面，德国人和德国文化在东部地

区处于被动的地位，有被同化的危险：一方面，德国人生育子女的人数
相对较少，另一方面，与德国西部新教徒较多的情况相比，东部地区的
德国人更多是天主教信徒，与移入的波兰人具有相同的宗教归属和信
念，在长期的互动中，东部的德国人有可能在思想、情感和价值观念上
反而与波兰人更有亲和性。也就是说，在民族混居地区，形成原本是多
数民族的德意志人反而在局部地区被占主导地位的少数民族同化了的

局面（Ｗｅｂｅｒ，１９９４：７），也更加剧了德国国内自“文化斗争”以来的
分裂。
韦伯使用的两个词———“德国人”（或德国性）和“波兰人”（或波兰

性）———聚合了多方面的含义，指的既是以下因素的集合，又是集合着
这些因素的人或人群：具有种族、族群的限定性，即属于特定族群的个
人及其族群本身；在较抽象的意义上是一个文化概念，其内容既包括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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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情感、思想等传承，也包括生产技术、生活方式及其物质表现；在近
代民族国家兴起之后，还具有民族的涵义。众所周知，韦伯著作中的用
词往往含混暧昧，“德国人”（德国性）、“波兰人”（波兰性）在英文版中被
译作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Ｗｅｂｅｒ，１９９４：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Ｗｅｂｅｒ，１９９４：５）等，以体现其多重含义。
但分析这两个词语的内在含义使我们看到，人口的流动过程也是

人的不同属性得以呈现的过程。特别是自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以来，国
家间“边界”成为约束政治、军事行动和人民流动、交往的重要存在，构
成了近代理性化过程的空间背景：一方面，人口、资本等在国家间的流
动跨越了地理边界，另一方面，边界会以“国民”间的区分在更深层次体
现出来。综合来看，边界具有政治、经济与文化等负面的多重涵义，关
闭边界之议则代表了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涵义上的自我确认。
首先是政治意义上的边界。近代欧洲的国家体系源自１６４８年起

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体系”，自此，欧洲各国间划定边界，将主权、领土
和独立等原则树立为国际关系中的基本原则，罗马教皇的普遍的神权
统治及相应的“世界主权论”被打破。在民族国家兴起的背景之下，从

１９世纪末开始，帝国主义进一步成为欧洲强国突破边界约束和开辟新
疆域的一股强大的力量，英法诸国通过海外殖民扩张，建立了超越民族
国家边界的庞大而复杂的治理体系。在建立海外殖民地和划分势力范
围等过程中，近代意义上的边界概念也进入各殖民地，逐渐成为世界诸
新兴国家定义自我和建立国民认同的基础，在此不再赘述。
德国曾经长期滞后于其他欧洲强国。中部欧洲在数百年间都是在

神圣罗马帝国的名义统治之下的诸侯分立局面，１８０６年神圣罗马帝国
瓦解为奥地利帝国和莱茵邦联，德意志诸邦处于分裂状态，直至１８７１
年才由普鲁士统一为德意志帝国，进入快速发展阶段，１９世纪９０年代
才成为欧洲的强国和大国。但在德国境内居住着丹麦人、法国人、波兰
人等所谓外族人，而奥地利、瑞士等德意志人聚居的中欧地区则不包括
在德国境内。大德意志的旧梦犹在，主宰着帝国视野与格局的却是普
鲁士的贵族，因此，从其建国伊始，德国政治理想与实践之间的大德意
志与小德意志、帝国与民族国家等张力就始终存在。
其次是经济意义上的边界。在近代民族国家体系之下，资本在某

种意义上替代了旧体系中宗教的力量，成为普遍的征服者，从而造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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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理性化原则：货币、资本的流通、自由放任的贸易政策等打通了
此前的经济区隔；从个人和社会生活角度来看，资本的力量突破了传统
的等级体系、职业区隔，甚至是性别约束。
在整体的商品和资本全球化流动的背景之下，边界代表非此即彼

的区分和对立：一以贯之的、普遍性的理性化原则，与区分性的、区域性
的边界并存。国际经济中的现实是和平与斗争并存，具体表现是表面
上和平的、包容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下各个单元之间的斗争性的
关系。
由此可以理解韦伯的有保留的自由主义立场。从经济后果上来

看，自由贸易体系尽管有各种自由放任立场的讲论，但实际上是英国等
较发达国家输出其内部阶级矛盾的一个手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
自认为是一个经济民族主义者，认可在工业化、全球化的战略之下，民
族国家作为一个自利的经济单元的存在；作为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各
个国家的出口与进口都有赖于与国外的经济关联，因此，他既反对德国
保守主义者的高关税政策，也反对英国人排他性的帝国税的建议
（Ｒｏｔｈ，２００６）。
同时，这也可以解释，由国家出面保护边疆地区的德意志人是出于

民族国家自身的要求，由国家购买东部土地交由德国农民耕种，目标在
于其稳定边疆的、长治久安的效应（Ｗｅｂｅｒ，１９９４：１３）。
第三，边界还具有文化方面的意义。即不同的国家基于地理、历史、

经济等前提，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并体现在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例如，韦伯（Ｗｅｂｅｒ，１９９４：７）所说的德国人与波兰人处于不同的文化等级
（Ｋｕｌｔｕｒｓｔａｎｄ／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即处于不同的发展水平上。
这里涉及韦伯作品中“Ｋｕｌｔｕｒ”一词含义的辨析。“Ｋｕｌｔｕｒ”一词在

１９世纪晚期的德国社会中非常重要且意义多样，韦伯对此有进一步的
综合，从《罗雪尔与克尼斯》等方法论著作，到有关世界诸宗教的伦理观
研究，他对“Ｋｕｌｔｕｒ”的应用可以简单总结为三个方面：一个方面，也是
最基本和常见的方面，是人文主义取向的“Ｂｉｌｄｕｎｇ”，涉及艺术、文学等
方面，与古典人文主义以降的“全人”理想有关；第二方面是指基本价值
理念、“意义”等问题和伦理观、思想体系，例如，在诸多价值理念当中，
宗教提供了最高位的“文化价值”（韦伯，２００４ｄ：５４４）；第三方面是指与
自然相对的、经由人的行动而加以改变的领域，因而文化就是“人类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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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生命的有机循环中解放出来一事”（韦伯，２００４ｄ：５４７），其中所包含
的自然世界与人类世界的相对，与李凯尔特在其《文化科学与自然科
学》中的表述是非常一致的，即：

自然产物是自然而然地由土地里生长出来的东西。文化
产物是人们播种之后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根据这一点，自然
是那些从自身中成长起来的、“诞生出来的”和任其自生自长的
东西的总和。与自然相对立，文化或者是人们按照预计目的直
接生产出来的，或者是虽然已经是现成的，但至少是由于它所
固有的价值而为人们特意地保存着的。（李凯尔特，１９９６：２０）
韦伯在１９世纪９０年代的“农业—政治”研究当中涉及的主要是第

三个方面的“文化”概念。具体而言，包含着农业耕作方面积累的技术
和知识，以及有关经济利得的复杂考量，也包括食物、居住、交往等生活
方式，是由特定群体集体共享和客观表现出来的。在整体的人类或人
口（Ｍｅｎｓｃｈｅｍｔｕｍ／ｈｕｍａｎｋｉｎｄ）（Ｗｅｂｅｒ，１９９４：１５）中，不同群体在农业
与技术水平、外在习性等方面各有不同或差等，构成所谓的“文化等
级”。从文化概念的这一客观、具体的角度去看，民族，或者说文化民族
（Ｋｕｌｔｕｒｎａｔｉｏ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本身可能会具有其典型的发展历程或文
化阶段，也具有某种稳定性（韦伯，２０１３：２８－３４）。
对政治上曾经长期陷于分裂的德意志而言，文化的统一性是国家

统一的前提或基础。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韦伯（Ｗｅｂｅｒ，１９９４：

１７）指出，所谓民族国家，是其民族力量的世俗组织，波兰的季节工人大
量进入德国境内的事件会被认为是对民族国家边界的冲击，更会带来
民族和文化上的某种威胁。出于对波兰问题的深刻担忧，１８９３年，韦
伯加入了泛日耳曼联盟，并在各地发表了有关演说，试图推广其关闭边
界和推进国内屯垦等建议，但是，泛日耳曼联盟内部的保守力量置个体
的经济利益于国家利益之上，始终避开韦伯对波兰问题的建议韦伯
（Ｗｅｂｅｒ，１９８８：２２５）认为自己已经成为“容克之敌”了，遂于１８９９年４
月退出该联盟。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国家本身会给予其国民以某种文化的性格，成

为对其国民有约束性和塑造性的力量，被认为是同一民族的人，在不同
的国家和制度环境下，会培育出不同的国民特性。例如，在德国、奥地
利或瑞士，同样说德语和共享文化传统的德意志人就会有不同的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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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这些生活在德意志民族国家疆土之外的德意志人，可以有机会培
育基 于 公 民 权、民 主 等 的 市 民 德 性 （Ｂüｒｇｅｒｔｕｇｅｎｄｅｎ／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
ｖｉｒｔｕｅｓ），以及更直接而永久的价值（如艺术等）（Ｗｅｂｅｒ，１９９４：７６）。
综上可见，韦伯的关闭边界之议表面上是经济问题，实质上是立足

在政治和国家利益。本文挖掘并拓展了“边界”概念，进一步表明边界
是近代民族国家地域与主权的划分界限，国家边界一方面意味着政治
的统一性，另一方面约束着其民族的空间。德国在１９世纪７０年代的
统一改变了欧洲的力量格局。但对德国本身而言，由于其自身体系的
种种滞碍不通之处，成为欧陆强国反而放大了其政治结构的种种缺陷，
经济的崛起更带来了盲目的自信，掩盖了普鲁士政治体制的种种失衡
与矛盾。韦伯（Ｗｅｂｅｒ，１９９４：２６）以“命运”（ｆａｔｅ）或“我们的特殊命运”
来总结其悲观的看法：一方面，德意志国家的统一没有在德意志民族年
轻时实现，而更像是一个耄耋老人的轻佻游戏，不得不承受其后果；另
一方面，尽管大国与小国在国际法体系中是平等的，也无文化的贵贱，
但从政治现实的角度来看，双方承担的历史责任和地区角色必然是不
同的。权力之本性为恶，因此，国家间的根本态势是斗争，而非和平主
义的，小国固然要仰周边大国之鼻息，却因其微小而不足为敌，反而能
够致力于追求其文化的价值，例如，市民德性、民主的习惯、文学成就
等。成为大国之后，德国别无他法，不能忽视自己的历史责任而“瑞士
化”，只能去承担作为大国的责任，与俄、英、法等国抗衡（Ｗｅｂｅｒ，１９９４：

７６－７７）。１

１．此处引自韦伯１９１６年《两种法则之间》一文。他的看法与同时代的思想氛围差异颇大。
涂尔干（２０１４）在《德意志高于一切———德国的心态与战争》一文中对特赖奇克《政治学》中所
表述的国家权力观进行了剖析与批判，认为特赖奇克所表述的赤裸裸的恃强凌弱和无限制的
扩张野心等构成了德国的政治心态，并促发了１９１４年的战争。韦伯则认为大国和小国在国
际法体系中应处平等地位、但在现实政治中负有不同历史责任。

由此可见，强调国家边界本身，并不仅仅是某种排外思想，也意味
着关注内部统一和反对一味对外扩张的野心。正是在此意义上，与其
说韦伯是一个“绝望的自由主义者”（ｌｉｂｅｒａｌｓ　ｉｎ　ｄｅｓｐａｉｒ）（Ｍｏｍｍｓｅｎ，

１９８９），不如说他是一个“有限的自由主义者”（ｂｏｕｎｄｅｄ　ｌｉｂｅｒａｌｓ），国家
及其边界就构成了其自由主义理念的诸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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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家：谁之联合？

韦伯的担忧体现了所在时代面临的重要问题，即德国如何才能真
正实现统一。１８６５年，德国尚未统一，瓦格纳发出“德意志是什么？”
（Ｗａｓ　ｉｓｔ　Ｄｅｕｔｓｃｈ？）的疑问；到了１９世纪９０年代，在政治统一、军事征
伐获胜和经济强大的前提下，德意志国内却相继经历了文化斗争、反社
会党人法等事件，产生了区分和隔阂而非共识，德国是在什么基础上实
现真正的联合？枪炮、种族，还是语言？“谁是德国人？”成为一个新问
题。同时，这也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亦即国家统一的基础是什
么，统一的格局下应如何容纳多样性与差异？其中涉及“国家学说”，尤
其是国家与个人的关系等问题。

“国家学说”是德国思想传统中的重要议题，例如普鲁士官房学传
统、德国历史学派对于君主力量的倚重等。在韦伯时代，他的同事耶利
内克的“一般国家学说”倡导一种“二元论”的国家理论，将国家既当作
法律制度，又当作社会组织来看待，结合了法学分析与对社会现实的调
查分析，是现代国家理论的奠基之作（戴森，２０１５：１５５）。
韦伯本人在１９１０年之后在不同著作中关注了国家的不同角度，强

调国家在地理上、技术上、组织上的特色（国家的定义）、经济上的功能
（例如，近代“重商主义”的国家经济取向）、国家的历史形态（例如传统
所谓的“朕即国家”）、近代理性主义国家之兴起等。其中，韦伯在《社会
学的基本概念》（２００５ａ：７６）、《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前言》（２００５ｂ：４）、
《学术与政治》（２００４ａ：１９６）、《经济与历史》（２００４ｂ：１６６）等著作中对“国
家”及其现代的形式予以限定，指出其以特定地域为基础的强制性机构
的本质，具有专门的行政管理、合理的法律秩序、独占的暴力支配等特
征；国家还具有一个“社会”的维度，这里的“社会”指的是“人类共同体
的一般结构形式”（韦伯，２００４ｃ：２５５）；近代理性资本主义兴起的过程表
明，国家在经济上具有容纳各种传统的和新兴的社会关系类型的统合
趋势。综合而言，现代国家不仅是一个基于领土、独占暴力手段等的强
制机构（Ａｎｓｔａｌｔ）或具有垄断地位的特殊的政治团体（Ｖｅｒｂａｎｄ），还是
一个具有统合意义的政治共同体（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
在韦伯的“国家学说”中，既具有理论潜力但又未充分阐发，甚至还

有一定张力的部分，就是关于国家与个人的关系问题了。他不赞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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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国家观的整体高于个人的预设：德国传统的国家观，例如有机体的
国家概念往往意味着对共同体和整体的利益的强调，从而使国家凌驾
于人本身之上，个性归于国家，个人由此获得自我满足。在赫尔德的影
响之下，德国的浪漫主义和历史主义倾向于认为，人格在国家中，并通
过国家得到最早、最充分的实现（戴森，２０１５：１４５）。
另一方面，近代以来民族与国家的等同也有很大问题，特别是在德

国，“相对于英、法这样的‘国家民族’（Ｓｔａａｔｓｎａｔｉｏｎｅｎ），没有政治统一传
统的德意志是一个‘文化民族’（Ｋｕｌｔｕｒｎａｔｉｏｎ）”（拉吉罗，２００１：２００），文
化和民族的认同，要先于国家统一。换言之，德国的统一意味着“‘民族
国家’（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ａｔ）如今已基于语言的统一性而在概念上等同于‘国
家’（Ｓｔａａｔ）”（韦伯，２００４ｃ：３０９）。
民族的身份或归属与国家的成员资格之间的这种等同，表现在法律

实践上，就是民族身份与公民身份的契合。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体系”
之下，政治共同体的成员身份由其居住地域和君主而定，即受君主辖制
的臣民。在法国大革命和１８０４年拿破仑法典等影响下，在１９世纪民族
主义思潮与民族国家的建立的过程中，普鲁士在１８４２年确立以血缘为
原则（Ｊｕｓ　Ｓａｎｇｕｉｎｉｓ）的法令，成为１８７１年德意志帝国宪法、民族法和公民
权法案的基础。此后，德意志其他诸邦的不同公民权实践逐步被统一起
来，１９１３ 年 起 发 布 了 “德 意 志 帝 国 与 国 家 民 族 法”（Ｒｅｉｃｈｓ－ｕｎｄ
Ｓｔａａｔｓａｎｇｅｈｒｉｇｋｅｉｔｓｇｅｓｅｔｚ－ＲｕＳｔＡＧ），确定了德国公民权的血缘原则，直到

１９９９年颁布的新法案才将“属地原则”（Ｊｕｓ　Ｓｏｌｉ）纳入（Ｂｓ，２０００）。因此，
从法律角度来看，近代以来德国公民权与民族密不可分，决定于（父系）
血缘、语言等先赋特征，使其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机制，在面对境内
非德意志人、外来劳工等问题时缺乏政策弹性。
对于德国的上述思想与法律实践，韦伯在其著作中并未直接地评

论，但他强调了民族概念本身是主观建构而来的，并进一步抽空了公认
的民族的某些本质要素。所谓民族概念的主观建构，意味着与其说是
共同的血缘关系创造出来政治的共同体，不如说是相反，即由政治的共
同行动才产生出“血缘共同体”的观念（韦伯，２００４ｃ：３０５－３０６），因此，
是意愿、记忆等因素创造了共同体。
其次，民族与其说是客观存在的区分，不如说是主观意愿的建构和

情感的依托。民族作为一个具有认同感的集合词，承载了共同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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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信仰、语言共同体遗传特征或习性、习俗等众多因素；民族往往具
有某种特殊的激昂之情，“此种情感交织于借着语言、信仰、习俗或命运
共同体而凝聚在一起的人群团体所建立起来的政治权力组织里（无论
其为固有的或想望的）”，而且，“‘权力’愈被强调，其间的维系就愈是独
特”（韦伯，２００４ｃ：３１２－３１３）。因此，所谓民族的，是指带有某种基于多
样性、差异性的一种认同的主观愿望或情感，并具有维护其共同性的权
力手段。
但是，在现实政治中，民族的共同性愿望受到现实的多样性、复杂

性的牵制，表现为民族的分布与民族国家的边界不尽一致，语言、共同
情感等都无法成为决定民族的实质因素。例如，当时在德国东部有相
当数量的波兰人，而在俄国南部又有不少德意志农民（Ｗｅｂｅｒ，１９９４：

５４）；除了德国之外，瑞士、奥地利等由德意志人组成的国家，对于德国
国家而言，其他国家的德意志人的存在，会在国际造成某种基于民族性
基础上的共同文化。但是，无论是语言还是共同情感，都不一定与民族
认同相吻合。例如，“爱尔兰人、瑞士人和说德语的阿尔萨斯人”，并不
觉得自己是其语言所表征的民族的一员，说德语的阿尔萨斯人可能仍
然觉得自己是法语民族的一部分。瑞士人、比利时人、卢森堡人或列支
敦士登人具有共同体感情，但不足以成为一个“民族”（韦伯，２００４ｃ：３１１
－３１３）。
因此，以整体性、群体性的概念，例如，以民族或民族性来构成国家

立足的基础，在理论概念和经验两方面都成问题，所谓的“民族—国家”
在这个意义上本身就有诸多漏洞。只是韦伯抽空了民族认同的实质内
容，如人种、语言、共同情感等，却没有在其政治学说中建立个体与国家
之间理论关联。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他对德国人的政治素养不满。他的早

期著作指出，无论哪个阶层的德国人在政治上都不成熟。在有关新教
伦理的研究当中，韦伯深感遗憾塑造德国人的心态的不是清教的理念，
而是路德主义的遗产和威权主义的现实（罗特，２００１），因而德国可以见
到忠诚的官吏、雇员、劳动者及家父长制作风的雇主，而不是资本主义
企业家与市民的严格、正直与积极（韦伯，２００５ｂ：１２８－１３０），在他看来，
宗教文化、政治体制等因素造成了德国人在政治上不成熟的状况。因
此，韦伯（１９９７：１０９－１４１）尽管对威廉二世的统治有诸多不满，但他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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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反对君主立宪制。在访美国期间所做的关于德国农业与资本主义的
演讲中，他指出德国需要世袭君主制度，甚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仍然
这样认为。
韦伯还注意到，在现代大众政治运动、大众传媒和公共舆论等影响

下，主导阶级的政治素质、领导者的政治伦理等尤其会在重要的关口决
定民族与国家的历史命运。因此，韦伯的政治理论关注点逐步放在了
精英和领袖的因素上，例如，他对“卡里斯玛”领袖、英雄人格等的强调，
而没有从普遍意义上讨论国家理论中的人的因素。
对此，本文认为，国家理论的诸多视角都需要一个“人”的立足点。

在民族国家理论当中，这个“人”具有族群和文化的意义上的民族身份，
又作为政治体的成员而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公民身份，这两者是相互吻
合的。但是，前述多民族国家的现实、民族之想象本质、民族身份之僵
化的首属特征、全球化时代的流动与融合等，无不对这两种身份及其相
互吻合提出了挑战。
以此分析为基础，本文提出的“国民”概念既包含着某些实质特征，

又有对内弥合差异、对外具有清晰的边界划分的意义。所谓“实质特
征”，指的是“国民”概念具有社会学意义，即具有特定的族群、语言、习
性、习俗等特征：一国之民往往处于特定的生产技术、经济等发展阶段
上，并表现出具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稳定性的性格或习性特征、生活
方式等。国家与国民的关系是双向的：国家是实现其国民的经济利益
和力量为最高价值的一种组织形式；国民的社会属性、阶级属性、伦理
属性都会影响到国家的政治指向。
所谓“对内弥合差异”，指的是要正视国民内部的多样性和差异性，

又要进行基于差异的整合。仍然以德国为例，以阶级来划分，有贵族地
主、庄园依附农、城市市民和工商业阶级、城市工人阶级等不同范畴，以
民族或族群等群体来划分，有德意志人、斯拉夫人、犹太人等的区别，使
用宗教、教育、财产等划分标准，相应会产生不同的群体区分。将这些
差异整合于一个统一的身份概念中，就产生了各种国民观。不同的整
合差异的方式体现出不同的国家制度形态。例如，既有强调社会等级
并主张保持等级差异的观念，又有认可等级差异但主张有要制度安排
来加以平衡的。前者的例子是民族自由党人、历史学家特赖奇克，他在

１８７４年时指出，德国社会是一个阶级统治的社会，只有少数人通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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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教育等成为具有权力（和相应义务）的贵族统治者。从财富、才能
的分布状况来看，不平等是天生就存在的，因而，所谓的普选权，只会让
下层人的嫉妒、不满和欲望膨胀，平等不会减少愚蠢，而只会让愚蠢的
人变得傲慢。２后者的典型是韦伯，他认为要用平等权利的制度安排来
平衡社会中的差异与等级，认为现代国家的制度本身就意味着公民的
平等权利，例如，为全体公民提供安全和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的平等；
现代官僚体系作为一种平面的统治，也应给予人民以最低限度的共同
决策权。韦伯对比古今的实际情况，认为“马克思主义”所谓的经济领
域的生产者与生产手段的分离，同样出现在军事与政治领域，武器和暴
力强制等权力被集中到国家手中。通过这种权利的让渡，人民当中的
军事和政治资格的不平等已经不复存在，政治权利的平等毋宁是对现
实资源、禀赋、教育等不平等的一种平衡。

２．特赖奇克在回应施穆勒的社会政策议题时抨击了社会民主党人及要求平等的呼声。原文
最初在１８７４年发表于《普鲁士年鉴》，题目为“社会问题与普鲁士国家”。英译可参见：ｈｔｔｐ：

∥ｇｅｒｍａ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ｄｏｃｓ．ｇｈｉ－ｄｃ．ｏｒｇ／ｓｕｂ＿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ｃｆｍ？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ｉｄ＝５９０／。

国民具有清晰的外部边界划分，指的是在朝向外界的方向上，基于
领土、民族、语言、习俗、文化、情感等划分，国民具有某种排他性与封闭
性。例如，作为国家这一政治体的成员本身，影响到了国民的生活、伦
理、品性等特征，与其他国家的同一族群区别开来。
因此，本文认为，构成国家的要件，除了疆域、政体、法律框架、行政

机构、领袖等之外，还应有国民这一维度。基于国民的“国家理论”认
为，国家不仅要为国民提供基本的安全与物质保障，而且要赋予国民以
平等的基本权利；国民与国家应是息息相关的，一方面，国家是国民的
前提，另一方面，国民是国家诸权利义务的共享者；国民是注重个人效
用的理性行动者，国家则是以整体利益和未来效用为念的行动者；对于
政治制度的选择问题，在基本的平等、自由、民主等理念之下，“国民—
国家理论”采取某种现实主义的立场，强调基于国民基本状况和特质而
选择与之相应的制度安排。
在韦伯生活的时代，已经可以看到大众政治的兴起，以及大众传媒

和公共舆论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出于某种精英主义的立场，韦伯将
其政治理论的重心放在了能够操纵、引导大众政治情感的领袖身上，并
相信具有责任伦理的领袖人物会引导政治的方向。而在当今的政治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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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与技术手段之下，国民在政治生活中享有的发挥作用的方式与强度
都有所增加，相应的，“国民—国家”观对于现实政治的解释潜力仍有值
得进一步挖掘之处。

四、小结

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在商品、资本、劳动力、技术等因素流动的背
景下，民族国家的边界不断被跨越，在不同程度上开放边界和促进交流
成为政治正确的主流，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欧盟的建立代表着某种对
于包容性的寻求，通过成员国之间边界的模糊与弱化来鼓励人员、技
术、资本等的自由流动。但是，边界可以跨越，跨越者身上所蕴含的政
治、经济、文化意义上的特征却仍然存在。近年来，在各政治体中屡屡
出现了一些要求关闭边界的排外声音，显示出开放社会的理想与现实
发展局面之间互有抵牾。因此，回顾韦伯关闭边界之议，与其说是排外
的帝国主义的倾向，不如说是具有孤立主义色彩，它以矫正德国内部的
政治结构为主要目标，试图建立一个真正达成共识，以整体利益和长期
利益为念的国家。对于现代化传播过程中新兴的民族国家而言，源自
西方殖民者的边界划定实践及其观念不仅定义了其地区政治生态，而
且影响了对其自身传统的看待方式。
因此，回到韦伯和他的时代，考察他的实际政治立场和思想基础，

从历史和理论的角度来考察边界及其跨越的问题，或许会带来新的启
示。从韦伯著作及其时代问题来看，国家的边界既是对内在统一的确
认，也是对外在扩张的约束。本文的思路是：对于自由主义的普遍理念
而言，国家及其边界构成了一个限制条件，这样的国家理论因而具有社
会和国民的维度。基于这一立场，国家边界不仅具有政治和经济的意
义，还具有文化涵义，后者通过各国民众的文化特质，如生产技术、生活
方式、社会联结方式、道德品质等表现出来。或者说，从国家行为的角
度来看，国家的边界标识出一种具有封闭性和排他性的最大化潜能，其
区分是由领土、民族、语言、习俗、文化、情感等确立起来的，民族的利益
就是它的最高价值（何蓉，２０１１），其价值目标是整体的而非局部的，超
越当下利害计较而指向未来的。
本文进一步提出了“国民—国家理论”或以国民为基础的“国家理

论”。依此理论，国家向国民提供平等的决策权、人身安全与基本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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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等权利，以便平衡国民内部资源、禀赋等的差异。因此，国家本身
具有伦理属性，尽管社会的种种不平等是事实，简单地均贫富或提供社
会福利都是不够的，只有以社会与政治的公正为念，通过制度安排努力
接近公正，才能在最大范围内赋予国民以共享的治理权，使国民成为国
家的主体，而非客体。
在这个意义上，“国民—国家理论”突破了“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体

系”及与之相应的“民族国家理论”的局限。对于多民族的国家来说，单
一和首属的民族身份与公民身份之间的对应关系不利于民众达成共识

与团结；突破首属身份，整合族际差异而达成国民之认同，也就是包容
差异，达成国家认同的过程。仍以１９世纪７０年代达成统一的德国为
例，一方面是“家长制”的政治和社会福利政策，另一方面以新教徒与天
主教徒、保守主义者与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对立造成国民之间的隔阂
与对立，德国人毋宁说是在对外斗争时才定义自身，传统的民族或种族
划分与区隔，阻碍了德国国民的实质意义的建立，尤其是面对全球化时
代的人口流动时更为被动。
例如，自韦伯时代以来的一百多年间，德国经济中始终有移民劳动

力的存在，无论是１９世纪波兰的季节工人、二战中德占区被强征的
（ｆｏｒｃｅｄ）劳力，还是联邦德国时期的外国劳工（ｇｕｅｓｔ　ｗｏｒｋｅｒ）。但是，德
国政府始终欲拒还迎，既要吸引外来劳工，又要防止他们成为移民，外
来劳工处于严格管控之下，被招徕（ｉｎｖｉｔｅｄ）做工但被拒绝成为自己的
一员（Ｓｃｈｎｗｌｄｅｒ，１９９９）。反观韦伯关闭边界、禁用季节工人的建议，
尽管不无严苛之处，但其前提是，流动的劳动力不仅仅是工具、经济手
段，还是完全的人，是其上凝结着历史、文化、社会关系的完整的人，仅
只利用其劳动力而罔顾其人的属性是某种不义，长期来看于己不利，超
出了仅仅是经济利益的逻辑。
从国民角度的叙事也会带来不一样的国家故事。例如，在韦伯所

关注的德国东部地区，二战以后大都划归波兰等国。二战结束之后，

１９４５—１９５０年，奥得—尼萨河一线以东地区的几乎所有德意志人都被
驱逐，他们失去的家园在一定程度上是用来弥补波兰东部被苏联所占
领的领土，显然，这并非民族自决的原则，而是实力主导的结果。１９７０
年，西德政府放弃了对有争议地区的领土权，选择与邻国交好。出乎意
料的是，一度期待着重返东部家园的人们（Ｈｅｉｍａｔ）认可了被“流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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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根的命运，而选择以回忆保持某种连续性（Ｄｅｍｓｈｕｋ，２０１２：７）。与此
同时，德国在学校教育中对德国东部地区的存在避而不谈，德国人的遭
遇如同某种禁忌一样，历史在政治正确的氛围中被忽视了。然而，从长
期来看，对失去的德国东部的失语，可能会带来对历史的误读
（Ｄｅｍｓｃｈｕｋ，２０１２：２６９）。在静默中被遗忘的历史，会以扭曲的方式再
度回来，不被当作事实来研判，却会成为触发想象、误解和对立的情绪，
反而更为危险。
最后，再回到韦伯研究的问题上来，也即，对于前人提出的韦伯著

作中学术与政治的方法论立场和伦理问题，本研究认为，应当在肯定其
联系的前提下，区分其社会政策和社会学研究。社会政策本身即属于
具有特定价值立场的应然问题，学术研究则立足于注重事实的实然立
场。同时，韦伯继承了自李斯特以来的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的立场，
即以具体的历史背景、国家等因素为前提来谈论经济发展问题，注重长
期利益，具有道德指向。因此，韦伯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既非他父辈
那样的绝望的自由主义者，也没有其后辈如莫姆森（Ｍｏｍｍｓｅｎ，１９８４：

ｖｉｉ）那样的“原教旨”（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ｔ）意义上的民主概念，而是一个有
边界的自由主义者。这边界是国家及国家利益，是社会公平、正义等道
德约束，也是以国家强盛和国民伟大为目标的结果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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